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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2019 年 8 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

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

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

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

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 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

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 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

倒 U 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

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

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

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 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

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 2006—2017 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

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处理。 为进一步探寻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非线性

作用,研究进一步通过对政府战略规划引导及区域制度政策的交互效应模型、中心城市首位度分布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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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战略规划、区域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

发现:第一,中心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起到倒 U 型的作用。 第二,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

发展呈现出正 U 型的作用。 第三,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虽然行

政分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 第

四,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积极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中西部地区尚在培育、不
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着力副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建设发展,推动地区形成梯度化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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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8 年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公布,发现目前我国多个副省级城市“引领带动作用不

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 2019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的行政区划调整,莱芜市由市改区并

入济南市,标志着山东强省会发展目标的推进。 不仅是山东,2019 年两会期间,江苏、广西、江西、湖
南等多个省份(自治区)均提出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发展目标。 区域的首位度本身是指内部人口

规模排序第一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是在位序—规模理论下形成对区域规模分布的分析,在学术研

究中并未发现区域首位度与城镇结构体系的均衡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关系[1] 。 实际上目前各省

份提出的提高城市首位度的发展目标,是以增强省会城市中心性、提高其龙头带动作用及辐射范围

为指导目标所展开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首位度提升,而非单纯的人口规模的扩大。 2019 年 8 月

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增强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的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在发展中营造平衡①。 围绕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新时代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然而,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

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

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 研究进一步考察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现实状况,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作为我国最具备竞争力的世界级城

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存在着较大差异。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过

程中始终存在着“环首都贫困带”的现象,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虹吸作用大于带动作用的问题是京津

冀城市群发展的巨大阻碍[2] 。 长三角城市群跨越四省(市),城市群内部竞争与行政壁垒成为抑制

上海辐射带动作用的主要问题。 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核心,佛山、东莞为次中心建立形成

具备明显职能分工的城市群体系,成为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高端制造业中心[3] 。 由此可见,中心城

市首位度的提升同时呈现出其对城市群整体的马太效应与辐射效应。 一方面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

升,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中心城市在人力资本、市场规模、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交易费用等各方面

具有绝对优势,不断形成对各类要素资源的吸引;另一方面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中心城市在发展

过程中的结构升级、经济转型也使得其部分产业、职能向外部扩散,形成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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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发展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客观规律,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升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

动态演化的非线性关系,探寻中心城市首位度的合理区间就成为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针对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现有研究存在着长期收敛、长期发散、非线性变化等

不同的研究结论。 Williamson 将收入分配理论与区域经济相结合,提出城市的集聚效应从长期效应

看会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4] 。 Brülhart、Sbergami 对 105 个国家的实证估计表明城市首位度的提升

能够促进人均 GDP 的增长[5] 。 Harms 就越南胡志明市对周边地区的挤压问题展开研究,发现针对

中心城市的大量规划政策导致围绕着胡志明市形成了典型的卫星城市结构,地区内缺乏次中心城

市的衔接,导致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6] 。 Henderson 提出城市最优首位度的概念,
研究发现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7] 。 Ermias 等通过对埃塞俄比亚城镇化

进程中城市规模变化的考察发现,城市的规模分布、首位城市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体制与政

策引导的作用[8] 。
目前国内学者也尝试对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中国经验的分析,所得到的研

究发现也不尽相同。 徐长生与周志鹏[9] 、李宝礼与胡雪萍[10] 对中国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

间存在关系展开分析,发现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田超通过中国省级面板

的数据分析发现城市首位度与人均 GDP 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11] 。 王家庭对我国省域城市首位度

与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两者呈现正 N 型关系,过高的城市首位度会劣化区域经济增长,这一特征在

东部地区尤为明显[12] 。 陈文喆通过阈值回归模型对中部省份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展开

分析,发现存在着最优的城市首位度,当超过这一范围时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将不断

降低[13] 。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中城市首位度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大

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首位城市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区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 但目前国内

外学者针对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针对中国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

展间的关系的研究基本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但是否存在着最优城市首位度、首位

度分布区间问题的研究尚有着较大争论与研究空白。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并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当前各地区如火如荼的强省会战略、以中心城市和城

市群作为主要空间形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都亟待在理论与实证层面论证中心城市首位

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间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

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 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两个方面:
其一,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

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其二,以我国 19 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心城

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战略规划、区域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对新形势

下实施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要空间形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对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存在着推动与抑制的作用。 齐普夫定律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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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考察提出梯度化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14] 。 新经济地理理论以规模报酬递

增、冰山运输成本为前提建立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等非均衡增长模型[15]解释了城市的大规模集

聚与邻近溢出效应,区域发展会形成梯度化的结构体系。 而关于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规模,卡尔

多[16] 、阿隆索[17]等人提出城市规模倒 U 型模型及最优城市规模理论,认为城市规模扩张会受到资

本边际收益、环境资源承载等方面的限制,存在最优的城市规模范围。 本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

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 U 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及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

分析。
研究首先对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展开分析。 中心城市在集聚效

应的作用下形成对包含人口、资本、产业在内的各类要素资源的吸引作用,使城市内部经济密度不

断提升,形成规模经济。 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对周边地区形成虹吸效应,各类要素资源在中心城市

的集聚导致周边地区的竞争力不断降低。 具体而言,其“后发劣势”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
资本及自然资源向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使得周边地区主要依赖农业、旅游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展

开经济发展,其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都呈现出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特征。 并且中心城市在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工资水平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导致周边地区人力资本匮乏,使其难以提

升劳动生产率,城市经济活动的竞争力不足。 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形成的扩散带动作用

实际上存在区位的选择性,中心城市向外部形成的人口迁徙、资本流动、产业转移往往会选择具备

区位优势的中小城市进行扩散,而部分地理偏远、基础设施较差、资源禀赋型城市受到的中心城市

带动作用则较弱,导致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研究进一步对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展开分析。 在规模经济的作

用下,中心城市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与周边地区拉开差距,其作为区域经济

增长极的作用不断凸显。 对于周边地区,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增长极对其的带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

面:其一,周边地区的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流动,不仅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也会提高本地居

民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率,进而形成动态化的地区均衡。 其二,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产业结

构优化、经济转型升级、市场规模扩张等原因形成的扩散效应使得周边地区可以通过承接其人口迁

徙、资本流动、产业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三,中心城市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全要素

生产率方面形成的优势也有助于提升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密度以及区域整体的劳动生

产率,推动地区形成以点带面的城镇发展格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心城市存在着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导致其对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抑

制”与“引领”作用,使得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大对区域经济呈现出非线性的作用规律。 随着中心城市

的规模扩大,具备区位优势的地区会在中心城市的扩散辐射下形成高速发展,不具备优势条件的地

区其经济发展则难以摆脱困境,进而导致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马太效应”。 要推动区域形成协调、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实现区域的空间正义,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规制作用[18] 。 因此,
分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客观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作用,同时也要

对政府的战略、政策影响进行分析。 研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影响关系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中心城市规模较小,首位度偏低,反映出中心城市并不具备对其他城市的集聚效应优势,不能

够承担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作用,无法引领带动周边地区。 同时,中心城市首位度过低也说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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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部城市间的差异性较小,各类要素资源并未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形成最优配置,区域的城镇结

构体系不成熟,各城市呈现出离散的发展状态。 不仅如此,中心城市首位度偏低还说明区域内并未

形成明确导向、主次分明、突出重点的战略政策,政府未能实现以宏观调控的方式引导区域梯度化

结构体系的建立。 因此,在中心城市首位度较低时,区域呈现出较低水平的均衡化发展的趋势,各
城市均未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

图 1　 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中心城市规模适中,首位度适中,此时反映了中心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增强的过程。 在这一阶

段,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凸显,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的“领头羊”。 随着中心城市

对周边地区形成扩散带动作用,具备区位优势、发展基础的其他地区得到快速发展,进而使得区域

内部逐渐形成梯度化的城镇布局,各城市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 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升也受到

政府战略政策倾斜优势的作用,政府对中心城市的优惠政策、财政投入、资源分配都使其得以快速

发展,在区域内具备绝对的优势地位。 因此,在中心城市首位度提升的过程中,区域内原有的低水

平均衡发展被打破,区域呈现出存在差异性的经济增长,各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
中心城市规模较大,首位度过高,此时说明中心城市已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导力量,

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直接决定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区域城镇结构体系呈现出极化的中

心—边缘布局,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内的“巨无霸”,其他地区主要发挥着服务中心城市的职能作用。
中心城市在首位度上的绝对优势也表明政府在这一阶段战略政策导向上的失衡,使得中心城市占

据了区域发展的绝对主导地位,其他地区的发展并未在政府战略政策中得到足够重视。 因此,在中

心城市首位度过高时,区域内呈现出极度一体化状态下的区域的协调发展,各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

展开经济活动,实际上城市群的发展模式转化为畸形状态下的中心—边缘发展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随着中心城市规模扩大、首位度的提升,区域经济呈现出先低水平均

衡到差异性非均衡发展再到极度一体化的演化规律。 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心城市实际上对区域内其

他城市的发展存在着最优的有效规模[19] 。 因此,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 U
型模型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中心城市首位度提升对经济增长起到倒 U 型的作用,当中心城市首位度过高时,会抑制其

他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性。
H2: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 U 型的作用,在中心城市首位度提高的过

程中会使得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而当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极度一体化的经济模

式后,区域经济又会趋向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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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政府的战略规划引导、区域制度政策会显著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分析,参考梁婧等[20] 、王垚

等[21]对城市规模非线性作用的研究框架,建立如下模型:
Yit = α + β1pit + β2p2

it + βicontorl + εi (1)

G it = α + β1pit + β2p2
it + βicontorl + εi (2)

其中, Yit 为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群人均 GDP,G it 为泰尔指数②。 研究通过分析中心城市首位

度与城市群人均 GDP、城市群经济协调度的关系,判断中心城市首位度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

展。 pit 为中心城市首位度,研究主要分析在经济学意义层面的中心城市首位度问题,因此参考田

超[11] 的研究成果,以首位城市占城市群总体 GDP 的比重表征中心城市首位度 pit 。 p2
it 为中心城市首

位度的平方项,用以对中心城市首位度的 U 型作用变化进行验证。
(二)变量说明

本文以中国 19 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③,并根据数据可获性对部分县、县级市进行了剔除,得到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 218 个城市④。
研究以“十一五”规划为起始年份,建立中国 19 个城市群 2006—2017 年的面板数据,由于是对

城市群进行分析,所以数据处理时均以城市群为地区基础单位计算。 涉及城市的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由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统计得到。 研究所使

用的相关价格数据运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7)》的 GDP 指数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由
于年鉴统计口径为省域数据,因此研究对各市的 GDP 指数用其所在省份数据进行换算。

研究进一步引入与首位度密切相关的城市群规模变量(area 和 emp),然后引入 Glaeser 等[22] 认

为会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交通水平(road)、研发水平(tec)和教育水平( teacher)等变量。 其中,area
使用建成区面积对数,emp 使用城镇从业人员对数,road 使用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对数,tec 使用科技

支出对数,teacher 使用教师数对数,教师数包括普通小学教师数、普通中学教师数和高等学校教师

数。 表 1 为 19 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②泰尔指数:G= 1
n

􀰐
n

i= 1
(GDP i / mGDP)ln(GDP i / mGDP),其中 mGDP)为人均 GDP 均值,GDP i 为城市群内各城市人均 GDP,n 为城市群内

城市个数。 泰尔指数用于分析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其数值变化在 0 ~ 1 之间,数值越小表明区域间的差异性越小。 因此,研究运用泰尔

指数在回归模型中,首先得到的是对区域内的不协调发展的分析结果,进而再进一步转换为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

关系。

③在“十三五”规划中,城市群建设进一步加大步伐,国务院提出将在“十三五”期间建设 19 个城市群。 截至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已先后

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 《中原城市群发展规

划》《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同时贵州省

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2 月批复了《黔中城市群发展规划》,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1 月批复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了

长江中游、成渝、长江三角洲、哈长、中原、北部湾、呼包鄂榆、兰州—西宁、粤港澳大湾区、黔中、山东半岛的范围。 京津冀、海峡西岸、晋

中、关中平原、滇中、宁夏炎黄、天山北坡、辽中南城市群是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文件来确定的。

④具体城市群及包含城市信息受到篇幅限制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问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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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观测值

Y 10. 210 0. 647 8. 850 10. 165 11. 802 228

G 0. 191 0. 123 0. 023 0. 164 0. 704 228

P 0. 348 0. 180 0. 105 0. 287 0. 806 228

p2 0. 153 0. 154 0. 011 0. 083 0. 651 228

area 7. 015 0. 949 5. 327 7. 223 8. 782 228

emp 6. 000 1. 130 3. 912 6. 175 8. 115 228

road 9. 493 1. 080 7. 423 9. 654 11. 611 228

tec 12. 054 1. 780 6. 740 11. 922 15. 870 228

teacher 12. 604 1. 070 10. 324 12. 822 14. 332 228

四、实证模型分析

(一)基本回归模型估计

本研究以中国 19 个城市群的数据作为全样本,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关系展开研究。 研究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基本回归分析并对 Hubei 目标函数进行 Robust 检
验控制模型的异方差问题,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Y G Y G

P 18. 534∗∗

(7. 213)
6. 190∗∗∗

(1. 533)
3. 153∗∗

(1. 422)
4. 956∗∗

(1. 777)

p2 -10. 409∗∗

(5. 244)
-3. 933∗∗

(1. 182)
-2. 549∗∗

(0. 988)
-3. 351∗∗

(1. 248)

area 0. 351∗∗

(0. 166)
0. 172∗∗

(0. 068)

emp 0. 323∗∗

(0. 122)
-0. 135∗

(0. 064)

road 0. 442∗∗∗

(0. 107)
0. 170∗

(0. 096)

tec 0. 123∗∗∗

(0. 021)
-0. 069

 

4∗∗∗

(0. 014)

teacher -0. 721∗∗

(0. 298)
0. 347

(0. 225)

常数项 5. 350∗∗∗

(1. 697)
-1. 161∗∗∗

(0. 365)
8. 512∗∗

(3. 447)
-6. 572∗∗

(2. 639)

观测值 228 228 228 228

R2 0. 200 0. 127 0. 905 0. 283

　 　 注:1. ∗∗∗、∗∗、∗分别表示通过 1%、5%、10%的检验水平;2. 括

号内的数值为变量的标准误差值,下同。

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回归对研究假

设进行了基本验证。 在模型(1)、(2)
仅对首位度及其平方项与城市群人均

GDP、泰尔指数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中心城市首位度的一次项、
二次项均在 5%水平上显著,并且二次

项系数为负,验证了中心城市首位度

与人均 GDP 之间呈现出倒 U 型的关

系。 研究进一步通过模型(3)、(4)纳

入控制变量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城市

群人均 GDP、泰尔指数的关系进行分

析。 在模型(3)中,中心城市首位度及

其平方项依旧保持显著,且系数结果

不变。 说明对于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而

言,存在着一个最优的中心城市首位

度范围,其数值范围经过简单计算大

致为 0. 618。 模型(4)中,中心城市首

位度 P 的一次项、二次项均在 5%水平

上显著,并且二次项系数为负,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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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首位度与泰尔指数之间也呈现出倒 U 型的关系,表明中心城市首位度在一定的区间段内

会对城市群的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其最大抑制结构变化点数值经过简单计算大致为

0. 739。
研究进一步对其余控制变量展开简单分析,城市群的建成区面积、就业人口规模、交通水平、研

发水平均对人均 GDP 起到正向作用,表明会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对城市群人均 GDP
的负向作用,表明教育资源的发展往往也是集中于中心城市及大中城市,这一现象导致了城市群整

体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 城市群的建成区面积、交通水平、教育水平对泰尔指数起到正向作用,表
明随着城市群的面积扩大、物流建设及教育资源发展,会加剧中心城市及大中城市的虹吸效应,导
致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发展差距的扩大。 城市群的就业人口规模、研发水平对泰尔指数起到负向作

用,表明城市群的劳动力资源扩大、科技进步会带动城市群整体的协调发展。
(二) IV 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首位城市规模增大会加快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水平的增长会加强对资源要素

的吸纳,从而也会导致首位城市规模扩大,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会引起内生性问题;因此,为解决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 GMM 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两阶段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5) (6)

Y G

P 2. 756∗∗∗

(0. 525)
1. 022∗∗∗

(0. 309)

p2 -2. 218∗∗∗

(0. 471)
-0. 872∗∗∗

(0. 274)

area -0. 036
(0. 112)

0. 071
(0. 074)

emp -0. 480∗∗∗

(0. 125)
-0. 188∗∗∗

(0. 066)

road 0. 501∗∗∗

(0. 090)
0. 095∗

(0. 066)

tec 0. 586∗∗∗

(0. 038)
0. 07

(0. 018)

teacher -0. 802∗∗∗

(0. 073)
0. 075∗

(0. 041)

常数项 12. 173∗∗∗

(0. 928)
-1. 461∗∗∗

(0. 532)

观测值 209 209

R2 0. 862 0. 120

本研究选用首位度及其平方项的滞后项、以排

序第一城市 GDP 与第二城市 GDP 之比计算的首位

度及其平方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估计。 为确

定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对模型(5)和(6)分别进

行识别不足检验、过度识别、弱工具变量检验。 在模

型(5)中,识别不足检定 P 值为 0. 000,拒绝原假设,
说明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在 Hansen 过度识别检

定中 P 值为 0. 580,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能够实现

过度识别效应。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为 1
 

598. 384,远大于 10%的临界值,说明拒绝原假

设,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干扰,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

是合理的。 在模型 ( 6) 中,识别不足检定 P 值为

0. 000,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在
Hansen 过度识别检定中 P 值为 0. 897,接受原假设,
说明模型能够实现过度识别效应。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为 1
 

598. 384,远大于 10%的临

界值,说明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干扰,
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在对城市群人均 GDP、泰尔指数的两阶段 GMM 估计中,首位度的系数为正,首位度平方项的系

数为负,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表 2 的回归结果相符,说明研究结论具备较高的科学性与可

信性。
(三)政府战略规划引导、区域制度政策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研究在理论框架分析部分提出政府的战略规划及区域制度政策会对区域的协调发展产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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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由此,研究对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政策⑤、城市群内部的行政分割⑥现象对区域

协调发展的影响关系展开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　 国家中心城市政策、行政分割的回归分析

变量
(7) (8) (9) (10) (11) (12)

Y G Y G Y G

P 3. 375∗∗

(1. 45)
4. 729∗∗

(1. 720)
4. 130∗∗

(1. 540)
4. 736∗∗

(1. 955)
1. 572∗

(0. 910)
0. 994∗∗

(0. 466)

p2 -2. 914∗∗

(1. 06)
-3. 101∗∗

(1. 212)
-3. 438∗∗∗

(1. 122)
-3. 109
(1. 374)

-1. 360∗∗

(0. 679)
-0. 730∗

(0. 432)

area 0. 386∗∗

(0. 141)
0. 174∗∗

(0. 069)
0. 394∗∗

(0. 147)
0. 174∗∗

(0. 069)
0. 372∗∗∗

(0. 103)
0. 103

(0. 064)

emp 0. 310∗∗

(0. 127)
-0. 179∗∗

(0. 070)
0. 315

(0. 125)
-0. 160∗∗

(0. 074)
0. 261∗∗

(0. 105)
-0. 135∗∗∗

(0. 051)

road 0. 463∗∗∗

(0. 109)
0. 182∗

(0. 100)
0. 455∗∗∗

(0. 112)
0. 164

(0. 104)
0. 490∗∗∗

(0. 107)
0. 098∗

(0. 059)

tec 0. 113∗∗∗

(0. 019)
-0. 071∗∗∗

(0. 014)
0. 112∗∗∗

(0. 019)
-0. 071∗∗∗

(0. 013)
0. 128∗∗∗

(0. 017)
-0. 026∗∗∗

(0. 010)

teacher -0. 788∗∗∗

(0. 271)
0. 304

(0. 229)
-0. 792∗∗∗

(0. 262)
0. 345

(0. 248)
-1. 043∗∗∗

(0. 173)
0. 054

(0. 043)

central
 

policy1 -0. 020
(0. 043)

0. 063
(0. 064)

0. 193
(0. 174)

1. 020∗∗

(0. 485)

central
 

policy2 0. 100∗∗∗

(0. 033)
0. 071∗

(0. 039)
0. 554

(0. 376)
2. 078∗

(1. 046)

p×central
 

policy -0. 832
(1. 317)

-7. 083∗

(3. 679)

p2 ×central
 

policy -0. 033
(2. 385)

12. 22∗

(6. 462)

division -0. 025
 

7
(0. 198)

0. 036
 

6∗∗

(0. 019
 

9)

常数项 9. 054∗∗

(3. 200)
-5. 845∗∗

(2. 756)
8. 923∗∗∗

(3. 090)
-6. 299∗∗

(2. 868)
12. 63∗∗∗

(1. 729)
-1. 262∗∗

(0. 605)

观测值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R2 0. 913 0. 298 0. 915 0. 320 0. 909 0. 217

　 　 研究通过模型(7)、(8)、(9)、(10)对国家中心城市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关系展开

分析。 在模型(7)中,国家中心城市为 2 的城市群其战略规划对区域的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作

用,而当城市群仅有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时,其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较低,说明国家中心城

市政策就目前而言并不是推动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模型(8)中,国家中心城市政策与区

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并不高,说明区域的发展差距扩大与国家中心城市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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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国家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 9 个城市,研究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发布时间建立国家

中心城市的城市群面板虚拟变量(若一个城市群内部存在两个国家中心城市赋值为 2,存在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赋值为 1,不存在国家中

心城市赋值为 0)。
在我国的 19 个城市群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海峡西岸、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呼包鄂榆、兰西、哈长等 11 个城市群

存在着行政分割的现象(既城市群为跨省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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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联性。
在模型(9)、(10)中建立国家中心城市政策与中心城市首位度及其平方项的交互,回归结果表

明,就城市群经济增长而言,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并未影响首位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倒 U 型关

系,并且两者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两者并不具备协同作用。 就城市协调发展而言,国家中心城市政策

的出现导致首位度平方项的不显著,使得首位度与城市的非均衡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交

互项也不显著,这一现象表明国家中心城市政策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产生虹吸效应。
研究通过模型(11)、(12)对城市群内部的行政分割现象展开分析。 在模型(11)中,行政分割

与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较低,说明跨省域形成的城市群与省内形成的城市群其经济增

长并不会显著受到跨省域行政区划制度的影响;在模型(12)中行政分割对区域经济的不协调性起

到正向作用,表明虽然行政分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

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
(四)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分布

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的方式发现城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倒 U 型的作

用,当中心城市首位度过高时,会抑制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

性。 同时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 U 型的作用,在中心城市首位度提高的

过程中会使得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而当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一体化的经济模式

后,区域经济又会趋向于协调发展。 研究在实证中简单计算得到中心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最

优规模大致为 0. 618,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最大劣化点大致为 0. 739,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研究进一

步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城市群人均 GDP、泰尔指数的非线性散点图展开分析,具体结果见图 2—
图 5。

图 2　 中国 19 个城市群中心城市首位度与

人均 GDP 的散点图

图 3　 剔除天山北坡、晋中城市群后中国 19 个城市群

中心城市首位度与人均 GDP 的散点图

　 　 由于天山北坡城市群与晋中城市群仅包含两个城市,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

研究同时展示了包含及剔除天山北坡城市群与晋中城市群的散点图结果。 从图 2、图 3 可以看到,
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城市群人均 GDP 之间的最优数值大致为 0. 2 ~ 0. 4 的区间范围。 根据图 4、图 5,
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城市泰尔指数之间的最大抑制点数值大致为 0. 4~ 0. 6 的区间范围。 研究结合回

归模型系数及散点图分析,按照 0. 2、0. 4、0. 6 建立中心城市首位度的分布。 由中心城市首位度分布

可以看到,大部分沿海及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分布于 0. 2 ~ 0. 4 的区间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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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心城市首位度小于 0. 2 的城市群呈现出城市群内部主导不明确,尚未充分发挥其优势地位的

特征;中心城市首位度高于 0. 4 的城市群呈现出规模较小、发展不成熟、中心城市绝对主导的特征。
根据回归模型及中心城市首位度的分析,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积极提升中心

城市首位度,推动地区形成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中西部地区尚在培育、不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着力副

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建设发展,推动地区形成梯度化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图 4　 中国 19 个城市群中心城市首位度与

泰尔指数的散点图

图 5　 剔除天山北坡、晋中城市群后中国 19 个城市群中心

城市首位度与泰尔指数的散点图

五、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 19 个城市群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所得到的

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 通过对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的文献分析、理论

研究、实证研究,发现以下特征:第一,中心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起到倒 U 型的作用。 第二,中心

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 U 型的作用。 第三,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

步促使中心城市产生虹吸效应;虽然行政分割并未影响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

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 第四,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中心城市首

位度还存在提升空间,中西部地区尚在培育、不成熟的城市群需要建立梯度化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接下来针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进一步讨论。
首先,研究从理论与实证层面验证了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产生倒 U 型作用,存

在着适应于城市群发展的最优城市规模区间,说明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偏低导致的带动能力不足、
集聚能力过度导致的虹吸效应都会使城市群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本文以中心城市的 GDP 占比衡量

其首位度,其首位度偏低、过高地区是城市群发展初期的两种不同特征状态[23] 。 中心城市首位度偏

低,体现为地区尚未形成由中心城市带动引领的城市群结构体系,地区内部呈现出低水平的均衡化

状态。 中心城市首位度过高,体现为地区内中心城市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城市群实际上呈现出畸

形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 无论是中心城市首位度偏低、过高,都反映出城市群结构体系的不成

熟[24] ,处于发展的“萌芽期”,其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因此使得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

呈现出一种两头低、中间高的倒 U 型关系。
其次,研究从理论与实证层面验证了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起到正 U 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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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心城市首位度的增加,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而当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关

系演化为畸形状态下的中心—边缘结构,城市群会形成极度一体化的均衡状态。 当中心城市首位

度偏低时,城市群展现出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地区内部尚未形成经济增长极,各城市之间的发展

差距较小,总体而言呈现出较低水平的均衡化状态。 而随着中心城市在政府战略政策、市场化发

展、区位优势条件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集聚效应,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城市间的发展出现差异性。
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一方面是来自于中心城市规模经济集聚效应影响下所带来的中心城市与

其余城市间的差距扩大[25]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中心城市外部扩散的区位选择性,使得中心城市周边

地区、具备区位优势城市与其他中小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扩大[26] 。 因此,随着中心城市的首位

度提升,会导致城市间发展的不均衡。 当中心城市首位度过高时,城市群实际上退化为畸形的中

心—边缘结构体系,由于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绝对主导作用[27] ,使得城市群在极度一体

化的区域经济模型下形成均衡状态。 由此解释了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间的正 U 型

关系,由于中心城市首位度偏低、过高所反映出的均是城市群城镇结构体系尚不成熟的阶段,而城

市群的培育成熟也反映在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升,进而导致客观上城市间发展差距的扩大。
再次,研究由理论与实证分析层面发现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产生虹吸

效应;虽然行政分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

差距扩大。 说明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提出使得中心城市对于资源的集聚吸引能力进一步提升,随着中

心城市在战略定位、资源配置、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更具备优势,导致其对周边地

区的虹吸效应不断强化,这一现象也深刻反映出国家战略政策、区域制度设计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显著影响[28] 。 行政分割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负向作用反映出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市群的培

育构建过程中政府、市场关系间的不协调,行政区划制度的阻隔导致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受

到抑制,以省域为界线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张与统一也受到阻碍[29] 。
最后,研究发现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大致处于 0. 2 ~

0. 4 的区间,而通过回归模型估计分析最优中心城市首位度大致在 0. 618 左右;部分尚不成熟的城

市群呈现出中心城市首位度低于 0. 2 或高于 0. 6 的特征,而通过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中心城市首位度

的最大劣化点大致在 0. 739 左右。 研究发现说明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其

中心城市首位度还存在提升的空间。 由于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往往也是国家

战略规划的重心,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也应当充分发展中心

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应当以协调为目的“抑制”中心城市的发展。 部分城市首位度偏低、过高的城市

群,核心反映出这些地区城镇布局的不成熟,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群结构体系,也进一步说明了中

心城市首位度的提升需要与周边地区经济建设发展相协同。 在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要空间发

展形式的区域经济模式中,中心城市的集聚发展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两者缺一不可,要实现在发展

中营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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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in
 

August
 

2019 
 

it
 

is
 

emphasized
 

that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becoming
 

the
 

main
 

spatial
 

forms
 

that
 

carry
 

development
 

elem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balance
 

in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increasing
 

the
 

primacy
 

of
 

c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central
 

citi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goal
 

will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iphon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deteriora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or
 

will
 

it
 

form
 

a
 

stronger
 

leading
 

role 
 

expand
 

its
 

radiation
 

diffusion
 

range 
 

and
 

narrow
 

the
 

development
 

gap
 

within
 

the
 

reg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spatial
 

form
 

of
 

China
 

at
 

this
 

stag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the
 

central
 

city􀆶 s
 

primacy
 

on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study
 

analyzes
 

the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effects
 

of
 

central
 

cities
 

and
 

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non-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rted
 

U-shaped
 

model
 

of
 

optimal
 

urban
 

scale 
 

and
 

constructs
 

a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city􀆶 s
 

primac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under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under
 

the
 

diffusion
 

effect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different
 

primacy
 

levels
 

of
 

the
 

central
 

city.
 

The
 

chang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
 

are
 

analyzed.
 

At
 

the
 

empirical
 

level 
 

the
 

study
 

takes
 

the
 

ninete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the
 

panel
 

data
 

of
 

the
 

ninete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7
 

to
 

carry
 

out
 

fixed
 

effects
 

analysis 
 

and
 

control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of
 

the
 

model
 

through
 

the
 

endogeneity
 

tes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primac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primacy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model
 

of
 

the
 

government􀆶 s
 

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polic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entral
 

city
 

primacy
 

distribution.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trategic
 

plann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the
 

primacy
 

of
 

central
 

cities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Second 
 

the
 

primacy
 

of
 

the
 

central
 

city
 

has
 

a
 

positive
 

U-
shaped

 

effe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ird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policy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siphon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Although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oes
 

not
 

affect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t
 

will
 

lead
 

to
 

the
 

widening
 

of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Fourth 
 

urban
 

agglomerations
 

that
 

are
 

still
 

being
 

cultivated
 

and
 

immatur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b-center
 

citi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gradient
 

urban
 

agglomeration
 

structure
 

system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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